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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有效：清代江苏亏空
治理成效的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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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亏空一直被认为是清代财政无法根治的痼疾，其中尤以江苏亏空问题最为严重。造成

亏空的原因，主要包括官侵、吏蚀、民欠三类。雍正六年（１７２８），清王朝在对江苏亏空进行清查中将造成亏

空主因归咎于吏蚀，并进一步指出腐败的吏治和不完善的赋税征收制度是造成吏蚀的重要原因。于是，清

王朝一方面制订严苛的惩罚条例，以威慑桀 黠 胥 吏；另 一 方 面 完 善 赋 税 征 收 制 度，破 除“官 不 知 赋 从 何 出，

民不知赋税几何”的弊端，防止胥吏从中舞 弊。雍 正 六 年 的 江 苏 亏 空 清 查 发 现，吏 蚀 所 占 亏 空 的 比 重 超 过

４０％。研究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的江苏亏空清查发现，吏蚀所占亏空比重已不足１０％。可以说，雍正年间关

于江苏吏蚀亏空的治理是“行之有效”的，亏空亦非清王朝无法有效治理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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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空一直被认为是清代财政无法根除的痼疾，学界从宏观层面分析了清代亏空现象以及造

成亏空的原因。陈锋全面梳理了清代亏空清查情况，认为：亏空清查贯穿清代，历任皇帝治理亏

空的特色不同［１－２］。对于亏空成因的分析，学界提出诸多看法。贾允河将造成亏空的主因归咎于

吏治腐败［３］，李映发认为亏空是由垫支民欠、公费无处报销、工程赔累、军费摊派、漕帮需索和官

员侵 蚀 等 诸 多 原 因 造 成［４］，刘 凤 云 着 重 分 析 了 亏 空 成 因 中 监 管 机 制 缺 失 和 地 方 督 抚 失 察 等 因

素［５］，倪玉平认为清王朝如不调整财政制度、官俸制度并彻底整顿吏治腐败问题，而一味禁绝官

吏挪移侵蚀，则无法彻底解决亏空问题［６］。此外，在有关清代财政史的论著中，亏空也是重点研

究内容。学界普遍认为：清代地方亏空难以获得有效治理，一方面是因为吏治腐败与赋税征收制

度不完善，更重要的是，地方亏空是中央在财政上过度集权带来的必然结果。

就微观层面而言，学界研究了江苏、湖北、陕西等省份的亏空治理，其中尤其关注江苏亏空。

这是因为：一方面，江苏是清朝最重要的税源地，其田赋占国家田赋总额一成以上。如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江苏田赋约占全国田赋的１３．２４％［７］２６８－２７８。另一方面，江苏是亏空最严重的地区。康熙

五十一年（１７１２）至雍正四年，江苏平均每年亏空７０万两，约为其税额的五分之一。曾小萍认为：

江苏财政亏空中存在民欠、逃税和基层官僚腐败等现象，巨额欠赋的主要推手是弄虚作假的地方

胥吏［８］２４５。范金民详实考证了雍正时期江苏亏空清 查 案，还原了清查过程，并认为亏空清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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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治标之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亏空问题，非“治本之大计”，也指出清查查出的问题并未有

效解决而是长期存在［９］。

清代地方亏空包括官侵（官员挪移侵蚀造成的亏空）、民欠（纳税人拖欠赋税造成的亏空）与

吏蚀（胥吏侵蚀造成亏空）三种类型，目前研究清代亏空问题并不区分亏空类型而做区别性研究。

换而言之，如果在前一时期和后一时期都存在亏空，那就意味着前一时期的亏空治理是无效的。

因此，从整体角度来看，清代亏空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但如果对具体类型的亏空治理

进行研究，则会发现：清王朝在推动亏空清理时，会针对亏空发生的具体原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

完善举措，并取得成效，达到治理亏空的目的。换而言之，如果说前一时期亏空清查发现某一类

型的亏空占比较多，而在后一时期亏空清查中发现该类型亏空占比明显下降，那就意味着前一时

期针对该类型亏空的治理是有效的。亦只有通过这种具体的比较，才能更准确地评价清代财政

亏空的成效。本文拟通过对比雍正六年和乾隆十二年江苏亏空清查，分析吏蚀在亏空中比重的

变化，梳理官员对吏蚀产生原因的分析，探讨解决吏蚀的方法以及其所达到的效果，能深化对清

代亏空问题的研究。

一、雍正六年江苏亏空清查及“吏蚀”比重分析

吏蚀出现已久，早在顺治年间，户部尚书就提出如果州县官员和衙役侵蚀赋税，“无论现任、

升任、去任，各官照数责其赔补，督、按指名查参”［１０］。顺治九年（１６５２），江宁巡抚周国佐上疏，要

求严格查处因侵蚀钱粮造成亏空的官员和胥吏［１１］。为了防止胥吏在赋税征管过程中挪移侵蚀

造成亏空，清廷提出诸多办法，包括：

（１）易知由单：即政府在田赋征课前一个月发给各纳税户的通知单，详载纳税人的土地占有应

纳赋税情况，“开列上中下地、正杂本折钱粮，末缀总数”［１２］４８５９，让各纳税户知道自己的应缴赋税。

（２）截票法：政府将纳税人应纳赋税分为若干项并列在票上，开征之日给予纳税人，要求纳税

人按月完限。截票一式二联（后改为三联、四联），“用印钤盖，就印字中截票为两”［１３］１２０，即交纳赋

税后，一联自留为凭证，一联官府存档。

（３）自封投柜：顺治十二年，中央下令：“江南财赋繁多，经收诸役包揽侵渔，保长歇家朋比剥

民，令严行察访，勒石永禁。”［１３］１２８州县官在县衙设立钱柜，挑选老成干练的胥吏轮充“柜吏”，要求

纳税人自己将税银投入银箱，严禁包揽或代缴赋税的行为。

（４）账簿管理：在税户交纳赋税后，柜吏将每年征收的赋税登记在“流水收簿”上。流水收簿

上每收一百号则总算一次，每收一千次则要注明某年某月某日连前共收银多少。在每天的收税

工作完成后，柜吏要在公堂上清点钱粮与账簿，并在正印官或佐贰的监督下将各柜的赋税征收情

况填写在“流水日报簿”上，注明某年某月某日收过某里某人银钱若干、连接以前共收银钱若干，

然后将“流水收簿”“流水日报簿”以及用过的票根、没用的串票一并交给州县官查对［１４］１１６。

上述举措旨在防止胥吏侵蚀钱粮，但这并未改变“贪吏蠹胥，侵役多至千万”的局面［１５］８１。整

个顺治、康熙时期，各地亏空频频出现。康熙晚年，“各省皆有亏空”［１６］。如何治理亏空成了国家

最重要的问题。雍正即位初发布上谕，命令地方必须在三年内追还亏空钱粮。同时，任命张楷为

江苏巡抚，要求清查江苏亏空，并表示：“朕信得过你。”［１７］５６６

经过两个多月的清理，张楷基本理清江苏亏空现状，认为江苏亏空数额之巨、情形之严重皆

属罕见：自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元年，江苏全省只有徐州萧县与淮安府赣榆县两个县没有亏空，其

余州县全部存在亏空问题；扬州府泰州与仪征县、徐州直隶州砀山县、江宁府江浦县亏空钱粮在

数百两及数十两不等；其余４７个州县亏空地丁钱粮７００万两、漕项钱粮１８１万两。张楷计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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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江苏每年实征赋税３５３万两，加上历年积欠８８１万两，合计高达１　２３４万两［１８］７４。

面对巨额亏空，张楷无奈地承认：“纵有才能杰出之员，束手无何，坐罹降革。”他提出追讨亏

空钱粮的办法：将所有积欠分为十分，每年征完一分。其中特殊州县予以特殊安排：嘉定县积欠

高达１４０万两，若分十分，则每年需要缴纳１４万两，远超嘉定县纳税能力，故改为十五年完成；其

他如松江府上海县、华亭县、娄县，苏州府所属吴江县、长洲县等州县，所欠赋税规模在４０万两至

６０万两之间，可以分十 二 年 完 成。同 时，张 楷 制 订 督 催 赋 税 的 奖 惩 办 法：地 方 官 如 不 能 按 欠 追

清，降职二级，带罪征全后方能开复。如果还不 能 完 纳，降 二 级 调 用；地 方 官 征 收 超 过 一 分 以 上

的，准许其将超过一分的份额存留地方，以作第二年赋税，并格外纪录一次以示鼓励。对张楷的

治理方案，雍正批示道：“此事筹画料理甚安，已发部议行。”［１８］７４

张楷的计划并没有得到落实，实际上也不可能得到落实。其根本性原因是当时存在多少欠

户、每户欠款多少等等这些问题还都是“糊涂账”，张楷也尝试对里甲、户口、土地、赋税进行调查，

但遭到欠税士绅的抵制。雍正四年，陈时夏署理苏州巡抚，提出以旧欠之粮均派于新粮户内，分

年征收，以抵补积欠。对于张、陈二人提出的这一无法实现的催征计划，后来担任两江总督的尹

继善做了一番切中要害的评价：其一，亏空中既存在百姓欠税，也包括官员侵蚀、挪移造成的官侵

和胥吏侵蚀造成的吏蚀。张、陈二人却不分百姓是否完粮，将亏空一概视为民欠，这无疑是将官

侵、吏蚀转变为民欠；其二，在民欠中，因贫穷欠税的情况较少，欠税的主要原因是大户抗玩、图书

包揽、吏役侵蚀、花分诡寄。张、陈二人将欠税进行均派，实际上是让完税的人再次完税，而拖欠

者始终拖欠，实为不公之举；其三，从以往历史来看，旧欠的钱粮本来就很难征回。张、陈二人提

出在征收新税的同时加征欠税，这就使得新税未完复征欠税。两税并征之下，今天的新税成为明

天的欠税，岁岁拖延，永远没有完纳之日［１９］４９。因此，至雍正四年，本次亏空追缴中只有海州、靖

江、盐城、宿迁、桃源、崇明等六州县补缴了欠税，各处“应完粮５８１　０００两，今至完银６６　０００两，只

有均征之名，究无均征之实”［２０］１０４。

张楷治理亏空以失败告终，但这并未影响雍正治理亏空的决心。从雍正六年开始，雍正对江

苏亏空重新清查，这项浩大的工程一直延续了三年。范金民对这次亏空清查的具体过程、规定与

部署、实际做法进行了细致入微地考证，还原了清查过程［８］。与张楷清查亏空时将亏空一概视为

民欠不同，本次亏空清查致力于区分清楚官侵、吏蚀与民欠在亏空中的比重。如负责清查的彭维

新所言：“俾官侵 不 混 入 吏 蚀，吏 蚀 不 混 入 民 欠，民 欠 不 混 入 官 侵、吏 蚀，始 不 负 彻 底 清 厘 之 至

意。”［２１］９９６再如负责清查太仓亏空的温尔逊所言：“窃惟吏蚀一项诡弊多端，果能先将官侵、民欠二

者划然分清，则吏蚀自必水落石出。”［２２］６６５

雍正九年，主持清查工作的吏部左侍 郎彭 维 新上 奏称 江苏 各 属积 欠 钱粮１　０１０万两，其中：

官侵３万两，役侵４２８万两，包揽人侵４０万两，民欠５３９万两［２３］５２。吏蚀占亏空总额的４６．４２％，

民欠占亏空总额的５３．３３％。同时，亦可进一步分析江苏所属的十二个府州的具体情况，曾小萍

对此亦有统计，其中：有些地区吏蚀的所占亏空比重远超民欠所占亏空比重，如：淮安府亏空３７
万两。其中，吏蚀３４万两，几乎是全部亏空；此外，在太仓府亏空的１８万两中吏蚀占１０万两，在

扬州府亏空的１５万两中吏蚀占９万两，二府的吏蚀所占比重都在５０％以上；其他如松江府、常州

府、通州直隶州，吏蚀所占亏空的总额的比重也都在４０％以上［８］２３７。可以说，吏蚀是造成江苏地

方亏空主要原因之一。此外，还必须考虑到胥吏将吏蚀转移到民欠亏空中而降低吏蚀比重的情

况。尹继善认为，因纳税人贫困而拖欠赋税形成的亏空“至多不过十之三四”，更多亏空是由胥吏

和士绅通过包揽、侵蚀、花分、诡寄等方式造成的并通过“易册改名”转变为民欠［２０］４９。因此，民欠

亏空并非单纯的普通百姓拖欠钱粮赋税，这里面往往会有部分是胥吏通过各种手段所转嫁的吏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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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围绕“吏蚀”成因展开的讨论

实际上，在亏空清查伊始，雍正皇帝就已经给本次亏空清查“定调”。雍正六年二月，他在清

查亏空之前发布上谕，上谕中一方面指出“何以钱粮亏空拖欠之弊，积习相沿，难于整理如此？”的

问题，同时自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

　　一则胥吏中饱之患未除也，或由包揽入己，或由洗改串票，或将投匮之银钓封窃取，或将

应比之户匿名免追，种种弊端，不可枚举。［２４］卷６６，雍正六年二月乙未

雍正认为胥吏“得以作奸，而官民并受蒙蔽”的原因是，胥吏可通过各种手段将纳税人已完的

赋税改为未完、纳税人未完的赋税改为已完，官员不知道“钱粮完欠细数”而以为民欠，纳税人则

认为自己已经缴纳赋税不存在欠税，由此官民之间都受到胥吏蒙蔽。因此，雍正明确指出造成点

亏空的根源是胥吏。此后，地方负责清查工作的大臣先后上疏，对胥吏的“作奸”之举进行了披露

和分析。

雍正七年六月，负责清查太仓的温尔逊上疏：

　　但查江苏等府从前粮多大户，因其田产散在各图，只求便己，任意牵连合并，另立甲名。

而无知愚民，或被其包揽，依势诡寄，遂使田粮淆乱，诸弊丛生。今者清查，不得不据伊等所

立之甲名，照旧开造，方得实在欠户。若“版图之法”，必照坐落田地按图挨造，使粮归田，使

田归图，将来业主虽有更换，而田地终无改移，照册查征，安能隐匿。如令州县就便，分析图

甲，开造田粮清册，从此一劳永逸，斯诚万世之利也。

雍正朱批：与尹继善、彭维新等商酌行之。［２２］６６９

温尔逊认为江苏田赋之所以积欠，是因为赋税征收制度存在问题。以往州县赋税征收“照田

编甲，钱粮各自输纳，差徭各自承应”［２５］８８。但占田较多的大户其所占田地往往分布在若干图甲，

大户可将田地飞洒在各图甲，或说在此图甲完税，或说在彼图甲完税，从而逃税。同时，图甲之中

按照税粮多寡轮充排年，负责督催赋税。其中，大户充当排年时往往包揽科派，小户充当排年时

又会被大户强迫赔垫。因此，赋税难以足额征收，积欠由此产生［２７］。温尔逊提出“版图法”，“以

户归田，以田归丘，以丘归圩，以圩归图”———按土地所在编成图甲，凡是拥有此处土地的人户则

列为此图花户，并在此图甲中缴纳赋税，实现有地、归图、纳税。在此基础上实施“滚单法”，即以

五户或者多户编成一单，选其中欠税最多者担任“催头”负责督催各户赋税。如果民户不完赋税，

则会被收押在县，完税后才能获得释放。如果催头交纳了自己的赋税，则将催头的差使交给下一

个欠粮大户，由是使得自己避免受到处分。按照一图之内纳税人应纳赋税自多而少进行催征，听

业户亲交，不许他人代纳［２２］６６９。

八月，清查大臣马尔泰上疏：

　　查江苏等处所属钱粮赋役不清者甚多，既无鱼鳞号册，又缺实征册、赤历。每年征收钱

粮只凭里书开造花户草册送官查比，奸胥积蠹上下其手。兼有绅衿豪户彼此□□花分子户，

恣意抗欠，或诡寄影射，任意……另立别图，更有将全图……不载花户而统于里役名下征收

者，其间作弊甚巧，流弊无穷。从前积欠之多，实由于此。［２７］４７３

马尔泰认为，江苏赋税不清的原因是地方土地、赋税账册不清，州县征收赋税往往依据胥吏

开造的税册征收，这就为胥吏、士绅在其中舞弊提供了条件。伊拉齐与负责清查常州府的冯景夏

也发现了胥吏私造账册的行为。如无锡的区书李铭儒侵 蚀 银 两 甚 多，被 追 查 大 臣 冯 景 夏 缉 拿。

后经过居民杨士玉告发，发现李铭儒私自藏有赋税征收账册多达二百多本，伊拉齐与杨士玉核对

两天，“始知此种簿内所开花户、姓名、田地、额粮及每年完欠数目俱皆详悉。其所侵蚀以完作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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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洒、花分、诡户、诡名各有私记暗号，只须一指，则种种弊窦，查无不出。奴才随问杨士玉别区有

无此簿，伊称不惟无锡一县十五区俱有，即各府州县无不有此底簿，但名色各别，记号亦不一，若

无此底簿，难以作弊等语”［２７］６０６。

十一月，清查大臣安修德上疏：

　　一、实征额册宜造的名也。查征收钱粮全以额册为据，乃向来积弊，粮户册名多不的实。

册名不的，在粮户则巧避催科，在胥吏则从中侵隐。更有册内止造里长总名者，其粮户花名

俱不备造，粮户无住宅，粮势不得不交传催里长。此则系里传作弊、计便侵蚀。而州县惑于

总名，易于催比。是以积习相沿，侵欠之源于此始也。

一、佥点粮总、漕总之陋规宜禁革也。查州县征收地漕，必派书办各一名，经任其事，名

为粮总、漕总，宜从公选派，方于公事有益。乃向来陋弊，每名有规礼银由数十两至数百两不

等，书办有此使费，未有不侵钱粮，是役蚀之端实自官始。

一、私借钱粮之弊宜禁革也。查征输钱粮例应投柜，乃不肖州县有托名办公向绅衿富户

预借银两，议以准作完粮，迨银一入手，任意花销。一旦离任，则贿嘱书役花分、飞洒，捏作民

欠交代，是借贷之端即为侵蚀之渐。

一、比较册籍不宜假手书办以滋舞弊也。查钱粮按限征输，逾限不完例得比较，但向来

摘查比簿，俱由书办。每有得钱卖比，名为沉搁。如粮户钱粮十两，则给书办沉搁银二三两，

竟得催比不加，经年积欠。奸玩粮户见每试辄效，遂将应纳粮银反饱经胥溪壑，其弊与侵蚀

等。［２８］３１２

安修德认为造成亏空的原因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地方钱粮征收以账册为根据，但政府掌握

的账册往往与实际的土地、田赋情况不符，而记 录 当地真 实 赋税 情 况 的 账 册 又 多 掌 握 在 胥 吏 手

中。这就使得地方官员不得不依靠胥吏征收赋税，胥吏由此可以侵蚀钱粮；其二，州县征收钱粮

时需要派遣书办一名，名曰粮总、漕总。但这些粮总、漕总“每 名 有 规 礼 银 由 数 十 两 至 数 百 两 不

等，书办有此使费”，由此“役蚀之端实自官始”；其三，州县征收赋税时，往往先向地方绅衿、富户

借钱粮以充赋税，应付中央考核。但钱粮到手后却肆意花销，离任之前又贿嘱书役用飞洒等手段

捏做民欠钱粮；其四，记载赋税实际收缴情况的各类账册通常由书办经手，他们往往从中舞弊，如

士绅大户欠税十两，但是只给书办二三两就可避免催科，以至于经年积欠。

十二月，清查大臣马尔泰和彭维新上疏，分析了江苏所以多年拖欠钱粮的原因：

　　江苏各属之所以能历年拖欠钱粮者，由于“比簿”繁杂，向来粮户不载实姓的名，其无实

姓的名之弊有二。一则分而不合，如苏属之长、吴，松属华、娄，常属之武、阳，镇属之丹徒、金

坛，扬属之江都、宝应，淮属之山阳，太仓之镇洋等州县。阅册则满目人名，呼名则百无一实；

一则合而不分，各处舞弊胥役人等，名色不一，如上元、江宁等里歇催役，句容之催头，溧阳之

运首，溧水、六合之单头里长，兴化、如皋之总催，嘉定、宝山、昆山、新阳之排年，靖江之户首，

沐阳、睢宁之保长公正，邳州之社总等类。应比只是祖传递接之役名，每年包充值卯，查欠则

千百实在之粮户，册内不载一人。惟册无实在姓名，是以官得任意收侵，吏得恣意私蚀，自谓

弊端隐而查察难，年复一年，以致积欠兹多也。［２８］４２４

彭维新和马尔泰全面地梳理了江苏出现的各种民欠、官侵、吏蚀行为，认为：江苏之所能历年

拖欠钱粮，根本原因是账册不清。在江苏部分州县，包括苏州府的长洲和吴县、松江府的华亭和

娄县、常州府的武进和江阴、镇江府的丹徒和金坛、扬州府的江都和宝应、淮安府的山阳以及太仓

直隶州的镇洋等州县，账册记载“分而不合”，即赋税账册上冒列了很多人名，但是实际往往却没

有缴纳赋税的纳税人；同时，在其他部分州县则存在“合而不分”的情况，即将赋税记载在某一个

５４２



人的名下，如句容称之为催头，溧阳称之为运首，嘉定、宝山、昆山、新阳等地称之为排年。这种方

式，或是将应缴赋税散在所捏造的花户名下，或是将应缴赋税全部归在排年、总催等一人名下，由

此“粮户不载实姓的名”，给拖欠赋税、官吏侵蚀提供了机会。

同时，马尔泰和彭维新在奏疏中进一步分析了官员、胥吏和士绅舞弊的方式。具体而言：官

侵舞弊，包括官员向大户提前借银而不计入流水账簿，或是在盘查交代之时篡改账簿而将已经征

收的税银用飞洒等手段捏造为民欠，或是在灾害之年将已征的赋税截留私用；或是将溢完民户的

银两挪补未完项目；吏蚀舞弊，包括经承、柜书篡改流水账簿而将已征钱粮侵蚀，将私自征收的钱

粮当做欠税或是飞洒或者诡寄，将已征钱粮做短欠额登记（大小票），通过认识的花户或增或减其

已完银两让官、民账簿互异，私收钱粮不发给串票而中饱私囊，将已征钱粮捏注抛荒，将私收钱粮

飞洒到他人户下让弱者再完，经管、经承、经手、柜书与经催、图书、排年等人私造假印假串侵收作

欠；士绅舞弊，或将本名下钱粮花分为多个户头且散在各图无法追查，或只缴耗羡不缴正项，或是

串通胥吏只缴纳欠款中的一小部分而拖欠其他部分，或是预先缴纳部分钱粮未来充当更多份额

并以此要挟官员，或是广为包揽入索中饱者。最后，彭维新和马尔泰总结了官员、胥吏和士绅之

间勾结关系———“在绅衿，乐与胥吏为缘，以自便其私。胥吏亦乐有绅衿抗欠，以共分其过。绅衿

将抗欠之银，或权子母以罔利，胥吏将所侵之银又图钻营以媚官，此绅衿与官吏串通要结而混入

民欠者也”［２８］４２４。

总结上述官员的观点，其共同点都是将造成地方亏空原因归咎于胥吏：其一，胥吏可以和衿

绅联手，衿绅买通胥吏，或是交少报多，或是隐瞒欠税，或是包揽钱粮，或是诡寄花分；其二，胥吏

也可以和官员联手，相对于官员手里的赋税账册，胥吏的手里赋税账册更加实用。官员需要利用

胥吏征收赋税，应付考成；胥吏则是利用官员的这种心态上下其手，侵蚀钱粮。由此，这些清查大

臣主张治理亏空应该从约束胥吏开始。

实际上，约束胥吏也是当时士大夫和百姓的普遍诉求。就前者而言，如袁枚所论：“胥吏者，

官民交接之枢纽也……不 治 胥 吏，不 能 治 民……刑 名 之 外，则 有 钱 谷。钱 谷 役 侵 者 多，民 负 者

少。”［２９］１５２３再如汪琬所言：“此辈（胥吏）一旦权柄入手，倚势作威，无所不为，一经破败，虽欲保全

有不可得者，是适所以害之也。胥吏乃民之蠹，一 宽 纵 则 无 所 不 为，而 民 受 其 害，官 声 亦 从 此 坏

矣，故不可不时加约束，使之有所畏而不敢肆。”［２１］８１３在清代，如 何 控 制 胥 吏 成 了 州 县 官 的“必 修

课”，王又槐在《刑钱必览》中大篇幅讲述了如何防范胥吏在钱粮征管中舞弊［３０］卷５。汪辉祖提醒地

方官员“勿受书吏陋规”，认为地方官所接受的陋规往往是书吏挪移的钱 粮，一 旦 地 方 官 接 受 陋

规，就会受到胥吏胁迫，走向作奸犯科的道路［３１］５。同时，约束胥吏也符合百姓的期望。华亭人黄

之隽曾用“消薄染城市，纵横骄役胥”来指斥胥吏的骄横［３２］１２１。嘉定县辖乡百姓六十九人于万历

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开始垦荒，万历三十五年酌定田赋。明清鼎革，核定地方赋税，该乡胥吏借端滋

扰，加科派役。乡民无奈，于是奔诉宪台，最终以申饬胥吏告结。此后，乡民勒石为记：“如有里胥

作奸，指称加科派役，混行需扰者，许该粮里指名告理，定以违宪诓诈，论罪不贷！”［３３］１４１

可以说，皇帝、清查大臣、士大夫以及百姓普遍认为胥吏品行不良，多是奸诈之徒，“凡人出身

为吏胥者，类皆乡里桀黠者流，不肯自安于耕凿，然后受役于官 而 为 吏”［３４］４６６。将 亏 空 归 咎 于 吏

蚀、约束胥吏自然而然地成为朝野一致的观点。

三、提出约束胥吏的两种办法：立法严惩和制度完善

认识到造成亏空的根源是吏蚀，如何约束胥吏以解决吏蚀亏空？对此，清廷提出两种解决办

法：其一，整顿吏治，立法严惩侵蚀赋税的胥吏；其二，完善钱粮征管制度，防止胥吏侵蚀钱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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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中央就已经对如何通过立法手段防止吏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康熙初年，户部给事中

柯耸提出要通过立法严惩来遏制吏蚀现象，他说：“独奸胥侵欺捏报尚无定律，其弊不可胜言……

如不立法严惩，漏卮将何底止。”［１６］卷５，顺治十八年十一月丁丑 此后，清廷规定：胥役经收管解，令连名互结，

如有侵盗，令互结者同赔，若经管官不行取结，亦令赔补。雍正即位后提出三条堵漏之法：其一，

加强对地方赋税情况的盘查。州县官到任后需要选择殷实老成的胥吏盘点赋税情况，并造册报

部；其二，约束胥吏的赋税征管行为。如规定赋税随征报解，不得存留在内署。对负责任的胥吏

予以奖励，如负责赋税征管的胥吏如果五年内没有造成亏空，则授九品杂职；其三，分化州县官和

胥吏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果州县官造成亏空，胥吏可力行禀阻，亦可越级陈诉，许其免责。如胥

吏不行禀阻，则将经承一同监追，减本官一等治罪。同时，清廷制订有关胥吏侵蚀钱粮、官员监督

不力的惩罚制度，分一千两以下、一千两以上、五千两以上至一万两、一万两以上至二万两、二万

两以上等情形，分别处罚。如数止一千两以下，本官照监守自盗律拟斩，准徒五年者，总吏照杂犯

流罪例，杖一百、徒四年。一千两以上，本官照例拟斩监候者，总吏杖一百、流三千里。

随着清查案的推进，清查官员发现胥吏往往通过 私 刻 印 章、另 造 赋 税 征 收 册 等 行 为 侵 蚀 钱

粮，如无锡的李铭儒通过另造赋税征收册侵蚀银两。为此，清廷又规定：如有胥吏伪造印章文书、

暗收钱粮满一百者，即斩立决，枭首示众。严惩或是“弥补”之举，从制度层面断绝胥吏侵蚀钱粮

的机会才能防患于未然。清查大臣在讨论造成吏蚀原因的同时，也提出完善地方赋税征管制度。

彭维新认为要改变吏蚀这种情况，其关键在于“官知粮户姓名完欠，民知官实在户甲科则”，即地

方官了解属地的百姓、土地、钱粮，百姓知道自己应缴纳的赋税，纳税过程要实现官和民的直接接

触，从而避免胥吏从中舞弊。对此，他提出了四条建议［２３］４６０：

其一，明确纳税人土地、户口以及钱粮情况。地方征收钱粮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花分、诡寄等

情况，甚至于粮册不载真实的姓名，州县官员不知道赋从何出。他要求江苏各县，凡是父兄子弟

已经分家的都必须独自以自己的姓名立户，各户要注明家长的名字，未分家的儿子要将自己的田

产以及其他诡寄的田产登记在家长名字下面。州县需要将每年输纳钱粮的户主家长登记下来，

以此明确具体的纳税单位。

其二，明确告知纳税人应纳赋税。以往州县征收钱粮，开征时间在二月，但是“科则由单”由

藩司刊发并多在每年五月才能下发到州县，二者时间存在差异，在这个时间差内，州县为了完纳

赋税，在由单未到之前征收钱粮，这就会给胥吏制造肆意滥征、侵吞钱粮的机会。以后藩司衙门

必须在前一年的十月初一日之前将科则由单下发到州县，各州县依据藩司由单科则制造实征册，

刊填“科则便民小单”，里面详载姓名、田地、科则以及实征钱粮，发给粮户。粮户完纳钱粮时，在

其由单之中填写某年某日完纳多少。此便民小单制造费动用公费，不能科派。

其三，加强对已征赋税的管理。各州县需要制订流水簿记录粮户完银数目，制订日报簿记录

每日收银数目。以往粮户交税时，粮户将应纳银两和负责银柜的书吏核对后，自己将其放入县衙

外的银柜。这给胥吏舞弊提供了机会，如粮户投十两，胥吏可将其换成五两。他提出：银柜需要

放在县衙大室旁边，并且制订汇簿记录拆封并合的银两数目，防止钱粮被侵盗。

其四，推行版图顺庄法。诚如前文所言，州县官以粮户住址编成里甲，每十户为一里，赋税征

收时照人不照地。但有的田地大户，其田散在各里甲，常有隐匿土地的行为。州县官员不熟悉地

方，常由胥吏清查土地赋税，这给胥吏隐匿、添改、作弊提供了机会。对此，彭维新提议将版图法

和顺庄法结合，利用版图法明确每一里的土地赋税，然后再用顺庄法将此里的土地赋税落实到每

一个人。其他清查大臣也有类似建议，如安修德认为控制胥吏需要政府弄清楚纳税人实际赋税

情况，但“向来积弊，粮户册名多不的实。册名不的，在粮户则巧避催科，在胥吏则从中侵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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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明确“实征额册”“比较册籍不宜假手书”；再如版图法，该法由温尔逊提出，即按照土地来

编里甲，实现有地、归图、纳税。雍正对温尔逊关于推行“版图法”的建议批示道“与尹继善、彭维

新等商酌行之”［３５］６６９。

总结这些约束胥吏、治理吏蚀的方法，可归纳为三点：其一，州县必须掌握记载实际赋税的账

册；其二，百姓必须知道自己应该纳多少赋税；其三，让政府与纳税人直接接触而减少胥吏经手的

中间环节。这些方法的核心便是实现“官知粮户姓名完欠，民知官实在户甲科则”，建立地方官员

与纳税民户的直接关系，从而防止胥吏从中舞弊。

四、雍正和乾隆时期江苏亏空构成的对比

清查伊始，雍正下令将张楷提出的带征法一概停止，所有积欠钱粮停止征收，要求清理大臣

理清官侵、吏蚀、民欠的具体数额之后再做处理。在重新组成清查团队后，雍正又提出“凡侵蚀钱

粮之官吏人等准其自行出首。有能据实自首毫无隐匿者，从宽免其治罪，其所欠钱粮，仍照从前

带征之限，分年交纳。若官吏本身已故，其妻子嫡属等自必悉知情由，亦令自首免罪，一体宽限带

征”［２４］卷７８，雍正七年二月壬午。雍正十年，在完成江苏亏空清查后，清 廷 正 式 做 出 如 何 弥 补 亏 空 的 决 策：

官侵、吏蚀钱粮以十年为限带征，民欠钱粮以二十年为限带征。从雍正十年开始，每年完成带征

钱粮若干，则次年照此数蠲免钱粮若干，提前完纳钱粮的官员予以开复，完纳钱粮的胥吏酌量加

恩［２４］卷１１５，雍正十年二月乙丑。雍正的这种政策实际上是“暗度陈仓”，他知道地方无法弥补一千多万两的

亏空，但是一旦加恩予以蠲免，则又是对清查工作的否定，所以提出了“每年完成带征钱粮若干，

则次年照此数蠲免钱粮若干”的政策。带征法持续约三年，在雍正十三年，苏州巡抚高其倬认为

带征法效果不佳，各项亏空钱粮完纳不及一分，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征收原则：

其一，侵蚀钱粮的官吏如果没有任何资产，无可追补，则予以免除；其二，如果官吏资产存在

造假，一经发现，则将其资产抵补亏空后并治以重罪；不足银两无有着落者，由负责督查的地方官

与捏报人员按股分赔；其三，对于已亡故的官吏，如果其没有资产造假，将其房产、田地充公，但容

许其交租居住。如果三次不能完纳，将其产业变价出售，完纳亏空；其四，严格制订处罚条例。官

员催比需按限完成，如两限已过而亏空不能完纳一限之数，或过了三限而不能完成一限之数，则

严加处分；对于造成官侵、吏蚀、民欠的人，如果 一 限 全 不 完，或 者 二 限、三 限 时 尚 不 能 完 纳 一 限

的，以抗粮罪处罚［３５］２０２。

实际上，高其倬的新法实施尚不到半年，刚继位的乾隆就下令免除各省雍正十二年之前民欠

赋税。此外，雍正六年至九年清查出的江苏亏空既包括民欠，也包括吏蚀和官侵。对此，乾隆提

出将官侵、吏蚀“亦著照民欠例宽免”［３６］。由此，江苏历年的官侵、吏蚀、民欠都获得减免，江苏亏

空在乾隆的“宽大”之下获得彻底解决。

虽然江苏“无债一身轻”地进入乾隆朝，但好景不长。乾隆十年，江苏巡抚安宁上疏称：江苏

从乾隆元年到乾隆九年积欠亏空不下２００万。安宁实际上并不了解江苏亏空的具体情况，他认

为本次江苏财政清查还是当以清查吏蚀为主，“如果役蚀居多，则及早清理，犹可设法迫偿。即使

役蚀无几，亦可傲惕将来……不知此举专为清查役蚀起见，若查出之后果系实欠在民，则仍照例

输将，并非迫以追呼。倘系侵欠在役，则代民查出未清之累，另行著追，是与民更觉有益，初无扰

累”［３７］。并提出于对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州府进行清查。

乾隆十二年，乾隆皇帝下令正式清查江苏历年亏空，并规定：凡是造成亏空的胥吏如能在规

定时间内自首并交纳所侵蚀赋税，可获得减免处理。次年，两江总督策楞与江苏巡抚觉罗·雅尔

哈善完成清查，并汇报了清查结果：吏蚀并自首亏空２４５　６３４两、民欠亏空２　４６０　６８７两［３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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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乾隆年间的这次清查所发现的吏蚀仅２４万两，约为民欠亏空的十分之一。对比雍正六年

至雍正九年清查的结果：吏蚀４６８万两、民欠银５３９万两，二者几乎相当。
表１　雍正六年和乾隆十二年亏空清查结果比较表

时间
民欠

规模 占亏空比重

吏蚀

规模 占亏空比重

雍正六年 ５３９万 ５３．３３％ ４６８万 ４６．４２％
乾隆十二年 ２４６万 ９０．８０％ ２５万 ９．２０％

　　资料说明：根据《分查江南太仓州属钱粮湖广岳常道温尔逊奏办理清查积欠钱粮事件情形折》［３８］和《乾隆十二

年江苏清理积欠史料》整理而成［３７］６６５

从亏空对比来看，无论是民欠亏空，还是吏蚀亏空，二者在乾隆十二年清查结果中的规模都

已经远低于雍正六年清查结果中的规模。但是，由于雍正六年的亏空清查和乾隆十二年的亏空

清查所针对的时间范围不同，故无法简单地进行总量比较，但这并不妨碍进行结构比较。通过对

雍正时期和乾隆时期两次亏空清查结果的对比，可以发现：雍正时期的江苏亏空中，吏蚀几乎占

了地方亏空的一半；但乾隆时期的亏空中，吏蚀只占了不到地方亏空的十分之一。由此也可以看

出，清王朝在雍正六年关于吏蚀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其所提出的以“官知粮户姓名完欠，民知官

实在户甲科则”为核心的治理吏蚀的举措也是有效果的。也正是乾隆十二年的亏空清查发现，在

江苏亏空中，吏蚀已不是主要原因，民欠几乎是吏蚀的十倍。因此，乾隆年间的江苏亏空治理的

重心转变为治理民欠，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笔者另有专文阐述。

五、结　论

虽然吏蚀一直都是造成地方亏空的重要原因，但它并非无法根治的痼疾，吏治腐败和赋税征

管制度的不完善为胥吏侵蚀赋税提供了机会。对此，清王朝在雍正时期对江苏亏空的治理中提

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治理举措：一方面，整顿吏治，立法严惩侵蚀赋税的胥吏；另一方面，以“官知粮

户姓名完欠，民知官实在户甲科则”为原则，完善赋税征管制度，建立起州县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

直接联系，防止胥吏舞弊。对比雍正六年和乾隆十二年的两次江苏亏空构成，可以看出：雍正六

年亏空清查以及围绕吏治展开的治理，使得江苏亏空中“吏蚀”造成的亏空总量以及其所占全部

亏空的比重都明显大幅度下降，可以说，清王朝关于江苏吏蚀亏空的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如果从整个清代统治的长时段内去观察江苏亏空，或可说，在清代统治时期，江苏亏空问题

屡禁不止，清王朝对江苏亏空的治理往往顾此失彼，这似乎表明清代江苏亏空是个无法得到有效

解决的问题；但如果将研究聚焦于江苏的具体类型亏空治理上，则至少可以看到，清王朝在治理

江苏具体类型亏空时，其举措是“行之有效”的。

更进一步来说，虽然江苏亏空一直存在，但这并不能否定清王朝对具体类型亏空治理的有效

性。对此，我们有必要思考这一现象是否也存在于全国其他地区。如果这不仅仅是一地殊情，那

么关于清代亏空治理成效的分析和清代国家治理能力的认知就需要被重新审视，这也是未来进

一步研究所要深入探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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